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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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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原模式，以及以神权政治为

核心的神权模式。良渚、红山文化时期等神权政体走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路径，采取了以个人为取向的政治

策略，为了维护贵族统治，在宗教祭祀上消耗大量能量，从而导致缺乏自我更新调整以及应变能力。中原地区

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形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并被政治化、礼制化，从而形成繁复的丧葬、祭祀礼仪

制度。中原的礼治策略是一种世俗化、理性化的政治治理方式，具有集体取向，其导向为一种道德政治。这种

以内聚力、集体协作、伦理道德取向为特征的礼治，更容易整合各族群进而凝聚成更高级的政治团体，在中原

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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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宗教祭祀的关系，学者探讨很多［1］290-291，

“礼”的最初含义是将祭品奉献于神灵，来祈求神

灵的福佑，这已是学界共识。上天崇拜与祖先崇

拜是早期复杂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宗教信仰的核

心内容，与之伴随的宗教祭祀在王权与早期国家

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早期国

家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并影响了上古礼制的

性格。本文拟对礼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早期礼制

在文明演进中的功能作一探讨。

一、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宗教
祭祀的礼制化

新石器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是鬼神崇拜和

巫术信仰。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龙山时代，宗教

随着从村落到复杂的政治实体演进，也逐渐复杂

而政治化、礼制化。宗教的发展也存在区域性差

异，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7000年—

公元前5000年）：家为巫史

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氏族内部没有发生明

显的贫富分化，氏族成员的社会地位基本平等，

属于平等的农耕聚落社会［2］69-99。各村落之间语

言相通，有大致相同的经济生产模式、宗教信仰、

习俗，并有一定的公共礼仪活动。在社会复杂化

尚未发生、阶级尚未明显分化的情况下，基于人

的宗教崇拜心理，这些原始礼仪对聚落成员的行

为有所规范，但尚未形成制度性规定。

此时期，家户（household）是社区中主要的经

济单位，也是直接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的最基本

的社会群体，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聚落为单位的

宗教祭祀成为典型的宗教活动形式。如内蒙古

兴隆洼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6200 年—公元前 5200
年）中尚未发现独立于居住区之外的祭祀区，推

测当时的很多祭祀活动是在居住区内或室内举

行的，少数房屋具有居住兼祭祀的双重功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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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洼文化流行人面雕像，尤其是妇人雕像。白音

长汗遗址北区房址（F19）内发现一尊通高 36.6 厘

米的石雕妇人像［3］164，应与当时人的祭祀活动与

女神崇拜有关，是聚落居民集体供奉的神祇。河

北易县北福地遗址数座房址中出土有刻陶假面

具，形制大者与真人面部基本相同，小的 10 厘米

左右。人形面具四周有小穿孔，眼睛部位镂空，可

以佩戴于人面部。推测这些面具是居住区内进行

巫教礼仪活动时使用，可能是巫师法器［4］110-134。

巫术也是此时期的宗教形式之一。华北和东北

地区流行陶塑面具与人面雕像，应与原始巫术有

关。从出土巫术法器来看，巫觋应已出现，但尚

未挣脱氏族血缘组织，也没有特权，但凭借其巫

医、巫术知识技能等获得人的尊崇。

宗教的区域性差异也比较明显。燕山南北

与辽西地区的宗教祭祀有使用玉器传统，如白音

长汗遗址出土有玉管、玉玦、玉蝉等［5］308-310；宗教

崇拜中有陶人面像、妇人像、石雕人像、龙、山顶

石圆圈祭祀遗迹等［3］164，尤其是女神像传统悠久

而普遍。而黄淮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约

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5500 年）中则有龟灵崇

拜以及相关的宗教礼仪活动［6］456-461，祭祀遗存质

略无文。

（二）贫富分化与社会复杂化阶段（约公元

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

大约公元前五千纪，史前文化进入一个转折

点，聚落数量急剧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地区间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强，社会开始发生变

化。尤其是在公元前四千纪以后，社会等级化的

现象普遍出现，血缘组织内成员存在贫富分化，

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化，体现于考古学上有：出现

宏大的礼仪建筑，随葬精美随葬品的贵族墓葬；

社会复杂化，修建有围墙的聚落；贵族权力与神

权联系；等级化社会组织兴起，各考古学文化区

呈现跨越式发展。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形态将

要发生本质的变化。

此时期，以家庭为中心的巫术祭祀进而扩展

至区域性的公共宗教祭祀，由于地区间的文化互

动增强，各种礼仪知识、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加，导

致大范围内某些共同信仰的形成［7］。例如，红山

文化大型公共宗教性礼仪建筑成为区域性的公

共宗教活动中心，而红山文化各地区出土玉器的

风格、形制却基本相似，表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

内具有大致统一的宗教信仰和公共礼仪体系。

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具有礼仪中心的

性质，当时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级的社会组

织形式。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

坛庙冢遗址，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

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

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

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

族部落的政治实体［8］。但是这种政治体统治方式

具有强烈的巫术色彩。

原始宗教礼仪也在经历着重组与革新，向制

度化、复杂化方向演进，一些发达地区如神权色

彩明显的红山文化时期，具有了宗教礼仪体系。

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内，权贵阶层控制了礼仪玉

器的生产，掌控了社会控制权力，并利用宗教来

神圣化这种权力。从凌家滩文化的祭坛、墓葬随

葬品差异和出土的各种不同用途的玉器，也可以

看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贫富分化与不同的社会

等级，初步有原始祭仪，并且表明一种比较成熟

的宇宙观和与之相关的宗教观念形成，与天地沟

通的宗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神圣的沟通权

已被特殊阶层垄断［3］496。

各地的宗教信仰与原始礼仪也存在区域差

异。燕山南北与辽西地区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延

续了更早的传统并有所发展，比如动物崇拜、女

神崇拜与祭祀、人面雕像、公共性祭祀场所等。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具有

自己的特征。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和甘肃秦安

大地湾遗址都发现有大房子。西坡遗址房址

F105 占地面积 516 平方米，房址 F106 室内面积达

240 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两座单

体房屋建筑遗迹［9］12。大地湾遗址 F901 是一座由

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式大型建

筑，原来面积当在 300 平方米以上［3］236。陕西扶风

案板村遗址的 3 号建筑面积有 165.2 平方米，周围

灰坑内出土不少陶塑人像［3］238。这些面积较大的

建筑应是举行大规模公共活动的场所，是礼仪中

心。这些考古发现也表明，仰韶文化对大型公共

建筑高度重视，重大社会活动、礼仪行为多在公

共性建筑内进行，仰韶文化的宗教信仰应是以祖

先崇拜为主，祭祖礼仪具有内聚性、氏族向心性

特征，具有集体取向。从考古材料看，仰韶文化

社会分层程度较低，比较重视社群内部成员的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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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与凝聚，而公共礼仪活动非常有利于氏族

的团结与凝聚力，大大增强氏族成员的情感认同

与集体认同。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

公元前2000年）：绝地天通

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开始，黄河中下游、长

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

进程均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种种证据表明，已

经出现可以控制一定地区和大量人口的政治组

织以及掌握了世俗和宗教权力的社会上层。在

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

地区开始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10］。

此时期是原始宗教的发展演进期，上古“家

为巫史”的情况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巨大变

化。权贵阶层认识到宗教祭祀在巩固领导权、维

护社会秩序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开始垄

断控制宗教祭祀权力，作为宗教信仰的祭祀较早

地被纳入礼制体系，与社会等级制结合，成为维

持世俗政权的工具。《国语·楚语下》有“绝地天

通”的记载：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

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

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

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

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

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

相侵渎，是谓重、黎绝地天通。［11］514-515

张光直先生指出：“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

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

的现象。就是说，以往经过巫术、动物和各种法

器的帮助，人们都可以与神相见。但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少数人所独

占。”［12］29颛顼以政治权力整合分散的巫教①，使少

数氏族贵族阶层控制了交接上天的权力，通天成

为权贵阶层的垄断性权力。上天崇拜在中国早

期文明中具有神圣至上的地位，它是世俗王权合

法性的终极依据，天的信仰也是社会公权力形成

的神圣依据。垄断交接天人的手段是早期社会

权贵阶层获得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

从《尚书》记载可以看出尧、舜、禹三位邦国

联合政体的首领本身拥有祭祀权、战争征伐权。

考古资料也表明，早期复杂社会的王权也是集军

事征伐权、宗教主祭权于一身，这是中国文明演

进进程中的一大特色。陶寺遗址大墓中发现有

宗教礼仪用器玉琮和玉璧，同时还发现有鼍鼓、

特磬等礼器，这些器物多与玉石钺共出于大墓

中。我们知道，斧钺曾经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

首领的权杖，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物［13］1-3，这

种随葬品的组合方式，表明墓主人不但拥有军

权，也拥有宗教祭祀权。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玉

钺和玉琮（还有玉冠）在同一墓葬中出土，它“是

良渚社会宗教与世俗权力密切结合的一个浓缩的

反映”［14］293。反山 M12 出土玉钺上刻着神徽［15］，也

是良渚文化中神权和世俗权力结合紧密的生动

写照。

在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背景下，宗教信仰与祭

祀仪式可以赋予部族邦国首领一种卡里斯马

（charisma）的“圣王”气质，为其政治统治赋予神

圣性、合法性。

二、文明演进模式与不同的政治策略

考古材料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源

性的，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而又具有一统性。中

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明生成模式并不完全相

同②，大致可以分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王

权模式，以及以宗教巫术为核心的神权模式［16］。

神权模式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

赵辉先生指出，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南部地

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随

着社会等级的确立，这些地区发展出一套复

杂的等级象征系统。聚落和聚落群之间也有

清晰的等级秩序，社群开始分化。为了维护

和巩固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17］，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显示出神

权体制复杂化水平之高。早期复杂社会的社

会系统相对脆弱，为了维系与强化宗教的意识

形态主导地位，统治集团于是花费大量的物力

人力建造大规模的祭坛神坛，制作宗教性礼

器，举行神秘庄严的祭祀礼仪，将宗教祭祀和

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权力运作结合起来。一般

而言，早期复杂社会中的玉礼器、蛋壳黑陶、陶

礼器均属于奢侈品，权贵阶层往往在这上面消

耗大量的能量（人力、物力、财力等），以显示首

领的威望，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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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玉璧、玉琮等重要礼器通常装饰繁缛，

上雕刻有神像，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可以

对人造成心灵的威慑。权贵阶层控制了这些

神圣的礼器，可以使民众对其臣服，实现政治

控制。更重要的是，玉礼器也是交接上天的法

物［18］10-11，对玉璧、玉琮等礼器的占有，就是对

交接超自然力权力的占有，是早期权贵阶层沟

通人神关系，获取并强化世俗权力的重要方

式。综合考古材料，良渚、红山文化等神权政

体，其宗教组织即世俗社会的管理组织，走的

是无限扩大神权的路径［16］。

南方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也为宗教巫术迷

信所笼罩。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部的邓家湾遗

址，是一公共宗教祭祀礼仪场所，发现有屈家岭文

化期的祭台和大型筒形器遗迹，石家河文化期的套

缸遗迹，以及大量陶塑动物、陶人面偶像、红陶杯

等。这些罕见遗迹遗物与宗教祭祀有关［19］。石家河

古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是另一个宗教祭祀中心，

发现有十万件以上的厚胎红陶杯残件［20］227-228，280，表

明当时宗教祭祀比较频繁。在石家河古城西印

信台遗址发现了人工黄土台基和套缸等遗迹，推

测这里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

的特殊场所，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

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21］。石家河文化尤以宗教

礼仪玉器为特色。玉器造型丰富，有人头像、飞

鹰、猪龙、蝉、璜、管等。玉雕动物应是佩带或缀

于某物体上作为一种通神的法器，也可能这些动

物形象是石家河先民崇拜神灵的形象。石家河文

化中的玉人头像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

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它们可能代表

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3］669。总之，

大量考古材料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巫神信仰炽

盛，在宗教形态上尚处于原始的灵物崇拜阶段，

大量的陶塑、玉雕动物以及人面的盛行，应与这

种宗教观念有关。石家河文化代表的是一个巫

教气氛浓厚的神权政体，宗教热情和宗教信仰是

人群凝聚、社会公共工程修建等集体项目的核心

动力，巫教祭祀是重要的政治统治策略。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指出，巫术盛行的国家

直接破坏的财富远甚于其间接创造出来的财富，

对于早期文明社会来说，过度僵化的宗教体制可

能会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

的桎梏③。良渚文化制作宗教玉器，修建遍布各

地的祭坛更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利

于财富的积累，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畸形，削弱社

会的自我更新调整以及应变能力。很多学者认

为，良渚文化的崩溃消亡，红山文化及石家河文

化没有发展至更高阶段的国家形态，极可能与其

神权体制有关［22］104-119。

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演进轨迹不同

于周边文化的神权模式，具有重实用与重血缘

人伦的理性色彩，形成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

务实内敛的文化性格。高江涛先生曾提出“陶

寺模式”的概念，并根据陶寺文化指出其特征之

一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务实性与世俗性［23］38-46。

中原龙山文化的文明演进模式大致可以称为世

俗王权模式，有别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

模式。

考古学材料表明，仰韶与龙山时代的中原缺

少红山文化的坛、冢、女神庙和玉猪龙，没有良渚

文化的玉器、大型祭坛、高台墓地，甚至没有屈家

岭和石家河那样的玉人玉雕和大型祭祀场所［24］，

与周边地区相比，龙山时期的中原社会缺少宗教

巫术色彩，缺少大型祭祀遗存考古学记录［25］。从

玉礼器看，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龙山文化体

系的玉琮、石琮，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而未

见到如良渚玉琮上繁缛的兽面纹；陶寺遗址中出

土的玉钺多素面，也未见如良渚钺上的神人兽面

纹及鸟纹，宗教色彩已相对淡薄，更重在权力和

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26］466-477。其中陶寺遗址出

土的鼍鼓、石磬和彩绘蟠龙纹彩陶是王室权威的

象征性礼器，与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巫术色彩

浓厚的礼器不可同日而语。陶寺器物制作多是

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石器等，即使与祭祀

有关的器具也多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的礼

器［27］235-244。

中原文化的世俗化、理性化特征，其形成原

因比较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原地区战争频

繁有关。一方面，中原地区由于资源相对匮乏，

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多

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的利益冲突，而

非社群内部，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25］。另一方面，中原地

区处天下之中，自然条件优越，容易吸引周边族

群的内迁或入侵［28］，属于四战之地。据《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华夏集团的黄帝与东夷集团蚩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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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曾战于涿鹿之野，尧舜邦国联盟曾对三苗、契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敌对势力

进 行 征 讨［ 29 ］93-120 。 如 李 泽厚先生指出，事关

生死存亡的战争使巫术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

减，理性因素增强［30］25，同时，由于中原地区

的动荡与冲突，也使中原社会的上层形成一

种务实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开放心态来维护政

治秩序；此外，中原乃是东西部两大板块文化

的交流融合之地，中原文化吸四方文明之精

华，因而具有开阔视野和兼容并包的开放胸

襟，这也有助于其理性精神的生长。

考古材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曾经灿烂一时的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史前文化，进入龙山时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政

治组织以及文化传统衰落，最终未能跨入更高的

国家阶段，而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则异军突

起，最早进入多元一体的王国文明阶段。其原

因，学者或从环境和经济因素解释，或从中原的

地理区位优势、气候变迁、大禹治水对于社会的

整合等各角度作了解释。一般而言，从早期复杂

社会演进到文明国家阶段，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从

而为复杂社会向更高的政治体演进提供物质资

源和经济基础；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有进步的制

度，即良好的社会制度以及孕育、推进和维护这

一新制度的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在文

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采取了一种适合的政治策

略，这就是礼治，它是促使中原社会迈入国家阶

段的重要因素。这一礼治策略是一种世俗化、理

性化的政治治理方式，它是一种集体取向的合作

策略。

据学者研究，早期复杂社会的二重过程领导

策略有两种，一种是网略策略（network），一种是

合作策略［31］。

网略策略是一种个人取向的政治经济策略，

它的维系依赖于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策略，神权

模式的早期政体，如上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

较多的利用这种政治策略，在宗教上以垄断控制

天人交接关系为手段，使少数高级贵族或家族的

权力合法化，这种政治策略具有垄断性特征。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策略中，神权体制有利

于珍贵资源向权力中心阶层集中，促进政治体的

迅速发展，但这种策略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政治

经济系统具有脆弱性和易于僵化等弊端，难以应

对自然灾害的挑战，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神

权政体都存在这一问题。

合作策略的社会则主要采取集体取向的政

治策略，集团利益被置于贵族个人的身份之上，

集团内部的差异较小，社会内部成员的团结凝聚

可能通过公共礼仪活动，以及通过对公共工程的

投入而得以强调［32］229-230。中原龙山文化即采取这

种集体取向的政治模式，推行了一种合作性的政

治策略。如刘莉指出，龙山时期豫中和豫北地区

的遗址极少发现厚葬、特殊的宏伟建筑以及奢侈

品，但是有基于集体利益而修建的城，这样的聚

落系统可以视为集体取向的政治实体［32］228。

中原地区采取集体取向的合作型政治策略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原地区面临着

四周族群的威胁，这就要求各社群整合内部社会

秩序，协调社群之间的矛盾，相互合作，从而共同

对外④。其次，中原旱地农业生产依靠自然降雨，

加以各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不稳定，随着农业

的发展，人口剧增与资源生产供应产生紧张，这

就要求在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

采取适合的政治策略，以组织更多劳力从事农业

劳作，从而生产更多的物资。不可否认，中原地

区各族群的兼并融合中曾有过血淋漓的战争厮

杀，但当中原邦国部族联合体形成后，大规模的

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原与三苗、东夷等周边族群之

间。攘外必先安内，这就需要中原政体内部建立

稳定的政治秩序以促进生产、调动各种资源，同

时必须采取一种务实有效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应

对周边族群威胁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压力。因此，

中原各邦国之间的合作联合，强化组织管理是一

种务实的选择。实际上，中原地区邦国林立，氏

族血缘群体聚集，因而中原政体也就比其他文明

发祥地（如埃及、苏美尔等）的居民更容易积累处

理复杂群体关系的经验和政治能力，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适合的政治统治方式，即下文所要论述的

一种集体合作取向的道德政治（德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种政治统治策略其实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性的，而是在一种政体

或社会中可以共存的，只不过在史前复杂社会

中，中原地区世俗政体和周边神权政体运用的政

治策略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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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原早期社会的祖先崇拜与

道德政治传统

氏族血缘组织的存在是认识中国古代礼制，

尤其是早期社会礼制与宗教的关键，也是分析中

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原地

区的文明化、国家化进程中，血缘组织并没有随

着战争征服以及族群兼并被打散，不同家族或氏

族在空间上杂居或插花式分布，反而继续成为国

家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或细胞，这已是古史学界的

共识。如侯外庐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

形成走的是“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33］1-17，

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国家起源中，城市与以前

的氏族聚落具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

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

系［34］484-496。考古资料也表明，龙山时期的社会是

以父权家族为核心的“宗族—家族”结构形态，父

权家族内包括多个父系家庭及其子女［3］798。

血缘组织在早期文明进程中并未被斩断，其

原因是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北方精耕细

作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需要农业生产者依附于

土地而定居，人口流动性一般不强；再者由于旱

作农业依赖天时，或受到自然灾害影响而具有不

稳定性，这都导致生产者以族为单位聚居，以血

缘纽带增加凝聚力，共同协作，从而增强应对能

力。其二，在史前先民的观念中，血缘关系是最

牢靠的，即使是人口迁徙也往往是族群的迁移，

如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商人先祖王亥等迁徙都是

族人共同迁徙，这也使血缘组织得以保留下来。

其三，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是以征服兼并融合的

方式形成政治共同体［24］，其主要目的是获得统一

农耕生产的领导权或组织权，从而建立更大的政

治体，获得更多的财富，若非特殊情况，一般没必

要对被战败族群屠戮殆尽，因此在这一进程中并

未采取瓜分豆剖被战败族群的方式，而是保留了

氏族基本组织⑤。

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从龙山晚期到二里

头时期，中原政治体迅速膨胀，规模庞大，如何整

合这些大大小小发展不平衡的邦国，以及处理低

下的生产力与贵族阶层无节制的贪欲之间的矛

盾，便成为早期政治共同体统治阶层首要考虑的

问题。也正是由于父权血缘氏族组织的发达，以

及社会血亲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早期政治共同

体内非常重视以血缘纽带来整合族内关系。由

于血缘亲情或族群之间存在姻亲关系，因此上古

中国的政治统治更主要的是依赖一种道德机制，

从而形成一种柔性的治理方式——礼治，礼成为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尚书·尧典》记载尧“克明

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种政治治理模

式是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血缘政治模式，其中亲

亲之德是其重要的理念，亲亲理念的落实便是礼

仪制度。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规范准则，是

早期社会“德”的重要内容，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

展，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德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所谓“以德绥诸侯”（《左传·僖公四年》）、“我求懿

德，肆于时夏”（《诗经·周颂·时迈》）、“德以柔中

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等表述即体现出这

种道德政治的特征。

上文所述的中原地区集体取向的理性策略

是一种建立在血缘氏族组织基础上，以祖先崇拜

信仰为核心的礼制策略。当然，中原地区的族群

邦国也祭祀天和其他自然神，陶寺文化的观象台

和《尚书·尧典》《礼记》等文献的记载都表明早期

中原社会存在天帝崇拜。但值得注意的是，第

一，如商周两代所反映，周代对天的祭祀具有质

朴、俭约取向，如《礼记·郊特牲》所言的“至敬不

坛”“扫地而祭”，祭天只用一只牛牲，至少目前发

现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尚见不到祭上帝的记录，种

种资料表明，中原政体对上天的祭祀方式具有崇

朴尚质的倾向，并不像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以规

模巨大的祭坛及玉礼器为特色。第二，史前中原

地区的天地山川祭祀为权贵阶层所垄断，而祖先

崇拜则具有普遍性，是庶民至贵族阶层的祭祀对

象，祖先崇拜才是中原地区信仰的核心。

礼莫重于丧祭。早期社会为了凝聚氏族组

织向心力和维护强化社会等级分层体制，祖先崇

拜及相关的丧葬、祭祖礼仪是极其重要的方式，

这在龙山时期及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葬、宗庙宫

殿建筑、祭祀遗存中都有鲜明而充分的体现。以

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具有信仰、伦理、政

治等多重属性，它可以从多方面、多层面为政治

秩序的稳定和谐提供支持。祭祖不仅是维护政

治权力的仪式，可以构建意识形态权力，而且社

会成员基于共同的祖先信仰并参与公共祭祖活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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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促进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这对

于增强贵族阶层与邦国成员的凝聚力，强化宗族

成员的血脉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建立

在血缘氏族与祖先崇拜基础上的亲亲、血亲、族

类意识与丧祭礼有机凝聚在一起，构成了早期华

夏集团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深层次精神动力，

它是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重要助推力。中原社

会的祖先崇拜与丧葬祭祖礼仪，其价值取向是集

体主义的，理性的，它重视宗教的道德建构功能

与人伦秩序建构功能，刻意淡化宗教色彩而强调

祭祀的人文意义，这一集体合作取向、理性的礼

制导向的是一种道德政治模式，它使早期复杂社

会的政体具有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加强亲缘

组织的团结，促进集体协作以应对各种挑战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建立在集体取向的礼制基础上的社会

容易导向一种道德政治。实际上，中原地区有一

种渊源久远的道德政治传统。从《尚书》《礼记》

文献记载看，上古圣王之所以具有政治威信，取

得政治成功，关键是具有人格美德和功业盛德，

体现为：圣王能够为民众谋福祉，博施济众，“协

和万邦”，“成天下之大功”，具有“法施于民，以死

勤事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功德，

圣王个人且具有可以为百姓所效法的卡里斯马

（charisma）式的人格魅力。譬如帝喾能“博施利

物，不于其身”［35］120，尧能“以亲九族”“平章百

姓”，“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

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蔬，

以衣食民人者也”［11］446。可见圣王之德更多的是

关注公共权益，具有一种为民众服务的政治美

德，这与上文我们强调中原政体政治策略的集体

取向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而上古社会的祖先崇

拜与宗庙祭祀、丧葬制度等礼仪制度又强化了崇

德报功、报本反始、“克明俊德”等伦理道德观念，

并成为中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又促进道

德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中原政体以世俗政治体系来组织整合宗教

祭祀，并利用宗教信仰来建构用以稳固世俗政体

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祭祀从属

并服务于世俗政治导致宗教祭祀的理性化、礼制

化，这是复杂社会向早期国家演进中宗教的重要

特征，也是中原早期社会礼制的重要特征。

总之，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中原农耕民族，

其以内聚力、集体取向为特征的政治策略更容易

联合凝聚各邦国部族形成更高级的政治团体，中

原之所以在邦国林立的史前时期异军突起，较早

迈入文明国家，这种理性的礼治传统和务实的礼

治策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徐旭生先生认为颛顼“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

团的影响很大”，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4-86 页。②韩建业将早期文

明演进分为“中原模式”“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参

见韩建业：《原史中国：韩建业自选集》，中西书局 2017
年版，第 180-193 页。③转引自陈淳：《文明与国家起源

的理论问题》，载于《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7-228 页。④魏兴涛认为，龙山

时期中原城址的出现是中原集团与其他集团（如东夷）

冲突的反映。参见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

废原因探讨》，《华夏考古》2010 年第 1 期，第 49-58 页。

⑤这种策略方式作为一种传统在西周灭商分封时仍然

沿用，如周天子封鲁国时赐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

封晋国时赐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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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Religion and 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Jiandun

Abstract: The evolution path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model and
the theocracy model with the theocracy as the core. The theocracy of liangzhu and hongshan societies took the path of
unlimited expansion of divine authority and adopted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personal orienta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aristocracy, a large amount of resource was consumed in religious sacrifice, which led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lacking self-renewal, adjustment and adaptability. In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a politicized and ritualized religious system with ancestor worship as the core was formed, thus forming a
complicated funeral and ritual system. Ritual strategy in the central plains is a kind of secular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which has the collective orientation, and its orientation is a kind of moral politics. The
ritualistic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cohesion,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nd ethical and moral orientation is easier to
integrat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to a higher political group,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f the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the prehistoric society；ritual system；religion；civilisation；mor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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